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 10月 第 23卷第 5期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Oct. 2022, 23(5):48–6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2.05.006 

互联网应用是否促进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 

——基于 Triple-Hurdle 模型 

乔丹，刘晗，徐涛* 

（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基于海南省 634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Trip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意愿、行为和力度的影响，并检验了互联网应用通过信息渠道、重要性认知和风险规避等影响农户政策性

农业保险购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为和力度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互联网应用能够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增强风险规避、提高保险重要性认知等路径对农户政策性

农业保险购买的不同阶段产生影响；对于户主年龄阶段、技术推广接受情况及兼业特征不同的农户，互联网应

用对其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和力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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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nternet application promote farmers’ purchase of policy-suppor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Based on Triple-Hurdl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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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634 farmer households in Hainan Provinc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on the 

willingness, behavior, and degree of farmers’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has been analyzed by adopting the Triple-

Hurdle model,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on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farmers’ purchase of policy-suppor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has been examined through information channels, importance perception and risk avers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internet appl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behavior and intensity of farmers’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urchase. Internet application can influenc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farmer’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urchase through widen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hannels, enhancing risk aversion and improving insurance importance 

perception. For farm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with different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with different part-

time work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s on agricultural insurance purchasing behavior and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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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

托，由政府出资补贴扶持，是分散农业生产经营

风险的有效手段，对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保

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户收入具有重要意义[1-3]。

2004 年中国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之后，多

个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推广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这使得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业保险的发

展，出台了保费补贴等支持措施以促进农户投

保。尽管近年来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但现实中仍存在覆盖范围小、农户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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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保障水平低等诸多现实问题[4,5]。为此，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于 2019年 10月联合印

发了《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提高小农户农业保险投保率，实现

愿保尽保”。然而，由于大多数农户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和理念相对落后，风险管理意识与管理能

力较弱，农业保险投保意愿和行为很难在短期内

得以转变[6]。这使得从微观层面探析农户农业保险

购买行为的发生机制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并在此

基础上设计和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者针对农户农业保险购买展开了较

为广泛的研究，探讨了农户个人禀赋、家庭特

征、保险费率、保障水平、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农

户农业保险购买的影响[7-9]，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有学者研究认为，风险意识不足、保

险功能认识偏差、对保险行业缺乏信任、保险市

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是导致保险需求不足的主要

原因[10,11]。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户是典型的信息弱

势群体，其经营决策主要基于主观感受和个人经

验。农户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的效率较低，信

息滞后和失真现象严重，这些都影响其行为决

策。随着信息化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应用的介入能够打破信息壁垒，降低相关知识获

取成本，促进信息传播，有利于农户信息获取，

纠正错误认知，提高其技术知识水平[12]。有研究

表明，互联网在驱动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农户技

术采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等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12-15]。但目前来看，既往

研究对于互联网应用影响农户政策性保险购买的

探讨仍相对较少，关于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的分

析还有待加强。 

中国持续推动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发展进程，

实现了农村互联网的逐步普及，带来了农村居民

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中国

农村互联网用户规模为 2.85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2.3%。为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

平，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数字乡

村建设工程，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水

平。目前，推进互联网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和互联

网农业信息收集与发布，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等政策措施均深刻影响着农村居民的经济行为方

式[16]。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农户的行为决策过程

一般要经历多个阶段，是一个包含意向形成、初

步尝试和力度确认等方面的动态过程[17,18]。因

此，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决策过程并非只包

括已有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两

个方面，还应包括购买力度的确认，而且在具体

分析时也需要将意愿、行为和力度同时纳入分析

框架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购

买决策过程。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仅针对农户购买

意愿或购买行为进行单一阶段分析，缺少对农户政

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完整决策过程的深入探讨。 

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海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按照“是否具有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是否

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力

度”的决策过程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分为三

个阶段，采用 Triple-Hurdle 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应

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不同阶段的影响与作

用机制，以期为扩大农业保险覆盖率及完善农业保

险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业保险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农业风险管

理工具[19]，中国的农业保险发展可追溯到新中国

成立之初，之后的发展经历了停办（1958—1982

年）、恢复试办（1982—1993 年）和持续衰退

（1993—2003 年）的曲折过程[20-22]。此后，在总

结经验和参考国外发达国家模式的基础上，中国

农业保险由商业化模式过渡到了政策性模式。

2004 年，国家引入新的农业保险计划，并启动了

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2007 年，中央财政启动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将农业保险费补贴作为财

政预算科目。2013 年，中国实施第一部农业保险

法规《农业保险条例》，初步建立了政策性农业

保险制度框架，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进入规范发

展的新阶段。 

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在

不同时期进行了一系列试点探索，对于稳定农户

收入、防范农业生产风险等取得了较大成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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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农村的推广仍面临农户投保意

识较为薄弱、意愿不强等一系列问题[23-25]。因

此，如何提高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共识，加

速农业保险产品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进而促进

农户保险购买，是当前农业保险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信息产业向农村延伸，特

别是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的使用，互联网交互式

沟通逐渐成为新事物扩散与推广的重要手段[26]。

互联网与农业生产各环节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各领

域的融合发展深刻影响着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

对农户消费、创业行为、生产效率、农地流转等

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这在现有研究中已得到

证实[14, 27]。张永丽和徐腊梅[13]研究认为，互联网

可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优化其消费结构，并有

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王杰等[28]实证检验

发现互联网能够降低农户失业风险和违约风险，

进而促进其农地长期转出。杨碧云等[29]认为，互

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居民的保

险可得性来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魏金

龙等[30]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

显著提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同时也可

以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力度。总的来看，仅

有少数学者关注了互联网应用对商业保险购买的

影响，至于互联网应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

影响尚待检验。结合中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农户与城市居民互联网应

用方面差距逐渐缩小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研究

假设 H1：互联网应用对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如上所述，互联网应用会促进农户政策性农

业保险购买，但其究竟是如何促进的？具体的影

响机制怎样？于农户而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

普及使其较充分地融入了网络时代。在资源较匮

乏的农村，互联网信息以低成本、便捷性的方式

广泛传播，有助于农户拓宽信息获取渠道[31]，提

升信息搜寻能力，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同时，互

联网信息对农户思想观念造成较大冲击，深刻影

响其认知水平和风险态度 [12,32]。现有研究表明农

业保险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在于农户信息获取

不足[33]、保险认知水平不高[34]、风险管理意识薄

弱[35]等。因此，本文拟重点从信息获取渠道、重

要性认知、风险规避三个方面对互联网应用影响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具体机制进行分析。 

在最初接触政策性农业保险时，往往由于文化

水平及拥有相关知识的局限，农户对农业保险存在

认知偏差，而且受限于经济水平不高和宣传不足

等，大多数农户对于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存在不确定

性，购买热情不高。通常而言，农户所拥有的信息

渠道越多元化，越容易获取到更多的政策性农业保

险知识，从而打破信息壁垒，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

力[36]。互联网应用作为一种高效的信息传播方式，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搜索引擎等向农户

主动推送农险知识、产品条款、购买流程、惠农政

策等相关信息，有助于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并

且，随着农户信息搜索能力的提升，还能够有效降

低其信息搜索成本，缓解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知识和

信息约束，进而提升其行为意愿，促进保险购买行

为的发生。鉴于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农户信息获取的能力及广泛程度，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 H2：互联网可以通过拓宽农户信息获取

渠道，从而促进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由于大多数小农户处在一种自给自足、小农

经营的自然经济状态，投入大而收益小。而农业

保险并不能提高其土地种植的直接收益，加之农

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多数

农户的主要来源，因此大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的

重视程度和接受度往往较低。同时，由于早期中

国农户抵御自然灾害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社会救

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农户的依赖心理，

在风险管理方面缺乏主观能动性。农户对农业保

险的重要性评价和态度转变是其改变行为的一个

重要前提。当农户获取了相关的农业保险知识和

信息后，先会对农业保险有一个初步的认知和兴

趣，然后了解应用细节形成对农业保险的评价，

并最终做出购买与否的决策[37]。同时，互联网应

用可以促进农户之间的沟通交流，提高农户对农

业保险的认知水平。互联网提供的大量信息和资

料可以帮助农户修正其认知偏差，加深对农业保

险的了解程度，最终改变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态度

和评价。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互联网可以

通过改变农户对保险的重要性认知，从而促进农

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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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最小化是除利润最大化外农户最为重视的

生产决策目标之一。尤其对于风险规避型农户，其

在生产决策时通常持谨慎态度[38]。已有研究发现，

对于风险规避型农户而言，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

会随着其所面临的生产风险的增加而增大[39]。互联

网能够有效传播气象、价格等农业生产相关信息，

而相关气象灾害和价格波动信息多数时候可以被视

为一种预警信息，提醒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以做好灾

害防御的准备。同时，互联网还可以图文结合、视

频的形式传播自然灾害冲击农业生产以及风险管理

的相关信息，帮助农户厘清农业风险和风险管理的

关系，使其正确认知农业保险的益处以及购买农业

保险的必要性，加强其自身风险管理意识，进而促

进其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的行为。基于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互联网应用可以通过

增强农户风险规避意识对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此外，根据Rogers创新扩散理论[40]，农户个体

对新事物的采纳可分为认知、兴趣、决定、实施和

确认等过程。对于农业保险购买来说，农户决策过

程也是从最初的接触和了解开始的，随着认知不断

积累产生一定的态度和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初

步的购买与否意愿。进而，做出接受或拒绝农业保

险的决定，并通过购买行为进行尝试。最后，确认

自己购买农业保险的力度。鉴于此，本文将农户购

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决策过程划分为意愿、行为和

力度三个阶段，而互联网使用在不同决策阶段可能

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互

联网应用—信息获取渠道、风险规避、重要性认知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为、力度”的

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互联网应用影响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 2021 年 7 月对海南省农

户的实地调查。海南省地处热带低纬度地区，属

热带季风气候，旱雨季分明，受热带气旋及季风

影响，洪涝、干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政策

性农业保险在保障海南省农户农业收入，分散其

自然灾害损失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地调查

采取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采取分层抽样

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每个市县随机抽取

2~3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3 个行政村，根

据农户所在行政村的相对集中程度，在每个行政

村随机抽取 10~15个农户作为调查对象。样本覆盖

海口市、琼中县、陵水县和东方市的 10 个乡镇，

21 个村庄。为了保障调查与数据质量，正式调查

前采取了预调查的方式对问卷内容进行优化，并

对调研员进行了统一的专业培训。调查内容主要

包括户主个体及家庭特征、生产经营、互联网应

用、农业保险购买等方面。调查共回收问卷 666

份，经过审核、筛选，本文共获取有效问卷为 634

份，有效率为 95.20%。 

（二）变量选择与统计描述 

1．因变量 

如前所述，根据 Rogers 创新扩散理论[40]，农

户在接触农业保险后，会产生农业保险购买意

愿，随后通过购买行为进行尝试，最终确认其农

业保险购买力度。因此本文用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意愿、行为、力度 3个因变量表示农户政策性农

业保险购买。调查过程中，调查员首先询问农户

“是否愿意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然后根据回

答，继续向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询问“是否

已经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进一步地，对于已

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询问其“政策性农业保

险参保比例（即保险购买亩数/种植总面积）”。

各阶段样本量如图 2所示。 

 

图 2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各阶段样本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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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互联网应用。鉴于农户

互联网应用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微信、短视频（比

如抖音、快手等）和信息搜索引擎等的使用，因

此本研究选择“是否使用互联网应用（比如微

信、小视频、信息搜索等）？”来表征互联网应

用，当农户使用上述三种应用的任意一种及以

上，赋值为 1，均不使用则赋值为 0。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信息获取渠道、保险重

要性认知、风险规避。信息获取渠道变量本研究

根据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的类型数量进行相应赋

值。通过询问受访户主“您觉得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否重要？”来揭示其保险重要性认知，重要程

度分为 5级，按 1~5进行赋值。本研究借鉴既往研

究中实验经济学的做法[41]，为受访户主提供 5种不

同的抽奖方案，然后询问“如果给您一次抽奖机

会，您会选择以下哪一种方案”，抽奖方案依次

为“一半可能是 0 元，一半可能是 40 元”“一半

可能是 5 元，一半可能是 35 元”“一半可能是 10

元，一半可能是 30元”“一半可能是 15元，一半

可能是 25元”和“稳定的 20元”，受访户主对于

上述方案的选择分别表示其风险规避特征为 “非

常偏好风险”“比较偏好风险”“一般”“比较

规避风险”和“非常规避风险”，并分别赋值

1~5。 

4．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7-9]，户主及家庭特征、生产经

营特征、社会资本等变量会影响农户的农业保险

购买。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取户主性别、年

龄、健康状况、民族、受教育程度、兼业状况和

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农业纯收入、经济作物、

种植规模、技术推广和交流讨论等作为控制变

量，具体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是否愿意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不愿意=0，愿意=1 0 1 0.75 0.43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是否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否=0，是=1  0 1 0.24 0.43 

农业保险购买力度 政策性保险购买面积占有经营权的耕地面积的比例(%) 0 1 0.17 0.34 

自变量      

互联网应用 是否有互联网应用(比如信息搜索、微信、小视频等)？否=0，是= 1  0 1 0.74 0.44 

控制变量      

性别 户主性别：女=0；男=1  0 1 0.93 0.26 

年龄 户主年龄(岁) 23 85 51.76 11.49 

健康状况 户主健康状况：不能自理=0，不能干重活=1，完全健康=2  0 2 1.82 0.41 

民族 是否汉族：否=0，是=1  0 1 0.70 0.46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0 18 8.31 3.21 

兼业行为 户主是否存在兼业行为(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进行个体经营或打工)：否=0，是=1  0 1 0.36 0.48 

家庭劳动力占比 务农人口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 0.1 1 0.51 0.24 

农业纯收入 家庭农业纯收入(万元) 0.01 100 3.11 8.75 

经济作物 是否种植经济作物：否=0，是=1  0 1 0.79 0.41 

种植规模 作物种植总面积(亩) 0.10 310 14.69 26.04 

技术推广 是否接受技术推广：否=0，是= 1  0 1 0.60 0.49 

交流讨论 与村里人交流讨论农业生产事宜：从不=1；偶尔=2；一般=3；经常=4；频繁=5  1 5 3.62 1.36 

中介变量      

信息获取渠道 信息获取渠道数量(种) 1 5 2.57 1.10 

重要性认知 农业保险是否重要？不重要=1，不太重要=2，一般=3，比较重要=4，非常重要=5 1 5 3.73 1.37 

风险规避 非常偏好风险=1，比较偏好风险=2，一般=3，比较规避风险=4，非常规避风险=5 1 5 3.51 1.51 

排除性限制变量      

风险感知 农产品价格近年波动程度：很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很大=5 1 5 3.19 1.22 

注：实地调查中，通过询问受访农户“获取有用信息的渠道是否有政府部门、手机、电脑、报刊书籍、电视节目、亲友相邻、广播”，本文根

据其所选信息获取渠道数量予以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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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除性限制变量 

农户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生

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中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于农

产品的价格波动。相关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有助

于分散市场风险，增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33]。

因此，市场风险感知是增强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然而现实中，尽管市场风

险感知较强的农户拥有强烈的农业保险购买意

愿，但有意愿、无行为的现象时有发生[6,33]。根据

行为经济学理论，微小摩擦是阻碍行为发生的重

要原因，因此在农业保险补贴的现有标准下，市

场风险感知是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重

要影响因素，而非购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基

于此，本文将该变量与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

为、力度进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市场风险

感知与购买意愿的相关关系在 1%水平上显著，而

与购买行为和力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本文选取

“市场风险感知”作为样本选择机制中的排除性

限制变量，并参照相关研究，向受访户主询问

“您家种植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情况”，重要程度

分为 5级，并按 1~5进行赋值。 

本文变量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根据前述分析，本文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户是否愿意

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即保险购买意愿；第二阶

段为农户是否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即购买行

为；第三阶段为保险购买面积占有经营权的耕地

面积的比例，即购买力度。借鉴相关研究[42,43]，

采用 Triple-Hurdle模型分析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决策过程中互联网应用的影响。相较于单一的

二元 Logit 或 Probit 模型，以及能够分析两阶段行

为决策的 Double Hurdle 模型[44]，Triple-Hurdle 模

型经进一步拓展，能够更为全面系统地分析农户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三阶段决策行为，并能够

更好地规避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  

首先，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只有当农户愿

意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时，才能观测到农户是否

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故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

题。为此，构建如下模型： 

*

1 1 1i i iW X u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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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代表选择方程，（3）式代表结果方

程，其样本选择机制为：当且仅当W1i=1时，Z2i才

能被观测到。W1i 代表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

愿，Z2i代表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W* 
1i 和

Z* 
2i 代表对应的潜变量；i代表第 i个农户；X1i代表

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意愿的一组自变

量，α代表对应方程式的待估系数；X2i代表影响农

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的一组自变量，β 为对

应的待估系数；u1i、u2i 分别代表方程的残差，且

corr（u1i,u2i）=ρ。为保证（1）式估计的可识别

性，（1）式中至少含有一个不在（3）式中出现

的自变量 x1i，且 x1i理论上对 W1i有直接影响，但

对 Z2i没有直接影响，x1i被称为排除性现值变量。 

其次，根据（1）~（4）式和样本选择机制，

可建立相应的无条件概率模型： 

 1 1 1Prob 1| ( )i i iW X X     （5） 

2 1 2 , 1 1 2Prob 1, 1| ( ) ( )i i i i i iZ W X X X X       （6） 

（5）式为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概率模

型；（6）式为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同时购买

了农业保险的概率模型； ()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

累计函数。用 Probit 估计（5）式，得到 x1i的估计

系数 α1，如果 x1i显著，则适合作为排除性限制变

量。基于（5）式的回归结果构造逆米尔斯比率

（Inverse Mill’s Ratio，IMR），将 IMR 作为控制

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代入（6）式进行回归，

得到逆米尔斯比率的估计系数 ̂ 。若 ̂
 =0，则原

假设成立，表明不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否则，需

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方程式进行样

本选择纠正。 

其次，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力度可以表

示为如下模型： 

*

3 3 3i i iY X u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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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3 3 3( | 0 )= + ( / )i i i i iE Y Y X X X    ＞ ， （9） 

（7）~（9）式中，Y3i为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力度，Y* 3 i为对应的潜变量；E()代表条件期

望；X3i 为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力度的一

组自变量；γ 为对应的待估系数；u3i为方程式的残

差。其中，λ()的值等于()和 ()之商， ()表示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3 代表截断

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最后，整合以上公式，对于每一个农户 i，可

建立 Triple-Hurdle模型的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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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式中，1(·)为示性函数，若括号里的表

达式成立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四、模型估计结果 

（一）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的估计结果 

考虑到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在进行

模型估计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最大方差膨胀因子为 2.16，

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31，远小于 10，因此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地，本文利用 Stata15.1

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从回归结果来看，

“市场风险感知”在 1%的水平上显著，适合作为

排除性限制变量。此外，为了检验是否存在样本

选择偏误，将 Probit 回归中估计得到的 IMR 作为

控制变量，加入对（6）式的回归中。回归结果显

示，IMR的回归系数 ̂ 为-13.93，P＞|z|=0.310，不

能拒绝 ̂  =0 的原假设，因此，不需进行样本选择

纠正。Probit回归中LR卡方检验值和Double Hurdle

模型回归的 Wald卡方检验值均通过了 1%水平上的

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 

由表 2 结果可知，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

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为、力度均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说明互联网应用有助于提升农户的政策性

农业保险购买意愿，促进其购买行为，并在此基

础上提升农户保险购买力度。互联网在农村地区

的深入推进，有助于农户获得农业保险信息资

源，增进农户农业保险认知，提升农户风险管理

意识和水平。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小视

频应用程序和搜索引擎，农户能够更容易获取农

业保险相关信息，了解保险产品种类、产品价

格、风险系数、赔付流程等，加深其对农业保险

的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水平；

另一方面，互联网应用可以借助视频、图片、文

字的形式传播信息，使农户能够更容易理解农业

保险在降低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中发挥的作用，

从而强化农户风险管控意识，实现从“被迫接受

风险”到“主动管理风险”的转变。因此，本文

假设 1得到了验证。 

控制变量中，性别对农户保险购买行为在 10%

的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 5%的水平上对农

户保险购买力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女性户主

的农户更倾向于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而男性户主

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购买更多的农业保险。年龄对农

户购买意愿和力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户主年

龄越大，越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及购买更多的农业保

险。原因可能是，相较中青年户主，老年户主相对

较保守，避险意识较强，因而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农

业保险来抵御农业风险。健康状况对农户政策性农

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表明户主健康状况越好，购买农业保险的可能性越

大。经济作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行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购买力度，表明种植经

济作物的农户更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但购买力度

并不大。可能的解释是，经济作物具有较高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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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农户往往通过购买农业保险以降低风险损

失，但他们只为部分经济作物购买保险，购买力度

较小；而对于未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由于作物同

质性较高，若购买保险则往往会全部覆盖，购买力

度相对较大。兼业行为在 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

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说明兼业户主农

户的农业保险购买可能性较低。可能的原因是，兼

业户主常常外出打工或进行个体经营，对家庭农业

生产情况了解较少，同时农业生产并非其主要收入

来源，因此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技术推广分别

在 5%、10%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

险购买意愿和行为，表明技术推广有助于提升农户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并且促进其购买行为。

原因可能是农业技术推广包含了部分风险管理的相

关内容，增进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因此提升

了其购买意愿，进而促进了购买行为。交流讨论正

向显著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和购买行

为，表明农户间的交流调动了其农业购买保险的积

极性。究其原因，可能是与邻里交流讨论较频繁的

农户具有信息获取优势，能够多渠道地了解农业生

产风险及风险管理。 

表 2 互联网应用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第二阶段：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 

第三阶段：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力度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自变量       

互联网应用 0.962*** 0.133 0.465** 0.196 0.223*** 0.089 

控制变量      0.089 

性别 -0.141 0.230 -0.429* 0.253 0.206** 0.091 

年龄 0.015** 0.006 0.001 0.006 0.004** 0.002 

健康状况 0.233 0.155 0.541*** 0.207 0.202 0.098 

民族 -0.184 0.148 0.010 0.140 -0.053 0.048 

受教育程度 0.010 0.019 0.017 0.023 -0.006 0.008 

家庭劳动力占比 -0.044 0.247 0.179 0.272 -0.117 0.097 

农业收入 -0.010 0.012 0.003 0.011 0.001 0.004 

经济作物 0.136 0.150 0.445** 0.189 -0.249*** 0.076 

种植规模 0.006 0.004 0.001 0.003 -0.001 0.002 

兼业行为 0.077 0.136 -0.263* 0.140 0.061 0.050 

技术推广 0.275** 0.126 0.264* 0.143 0.004 0.053 

交流讨论 0.190*** 0.045 0.130** 0.060 -0.008 0.025 

排除性限制变量       

市场风险感知 0.143*** 0.049 —— —— —— —— 

常数项 2.395 0.637 -2.712*** 0.721 0.150 0.272 

LR卡方值 136.10 — 

Wald卡方值 — 88.84 

对数似然值 -285.70 -281.09 

样本数量 634 476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以下同。 
 

（二）影响机制分析 

1．中介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探讨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

保险购买的影响机理，本文依照 Baron & Kenny[45]

提出的判别中介变量的三个标准程序，检验信息

获取渠道、风险规避、保险重要性认知的中介效

应，结果如表 3—表 5所示。 

表 3报告了信息获取渠道作为中介变量作用于

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影响路径

的检验结果。由 Sobel 检验结果可知，Z 统计量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成立。这一结

果说明，作为一种信息获取媒介，互联网应用有

助于农户学习更多农业保险的知识，获取生产、

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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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一步地，较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将有助于农

户了解农业保险的理赔标准和流程等信息，从而

调动农户的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因此，假设 2得

到验证。 

表 3  互联网应用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关于信息获取渠道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信息获取渠道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互联网应用 0.627*** 0.832** 0.577*** 0.860*** 0.537*** 0.182** 

 (-0.106) (-0.375) (-0.164) (-0.136) (0.203) (-0.089) 

信息获取渠道 — — — 0.224*** 0.131** 0.042** 

    (-0.067) (-0.061) (-0.0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34 476 634 476 

 

表 4报告了保险重要性认知在互联网应用与农

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Sobel 检验结果显示，Z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中介效应成立。这一结果说明，互联网

应用为农户提供农业保险相关信息，加深其对农

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从而增强其保险重要性认

知。进一步地，保险认知较高的农户能够充分认

知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并提高了其自身农业保

险购买意愿。因此，假设 3得到部分验证。 

表 4  互联网应用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关于重要性认知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重要性认知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互联网应用 
0.465*** 

(0.105) 
0.182 

(0.334) 
0.091 

(0.097) 
0.889*** 

(0.157) 
0.526*** 

(0.207) 
0.216** 

(0.089) 

重要性认知 — — — 
0.661*** 

(0.056) 

0.458*** 

(0.078) 

0.004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34 476 634 476 

 

表 5报告了互联网应用通过风险规避影响农户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的检验结果。Sobel 检验结果

显示，Z统计量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中介效应成立。这一结果说明，互联网应用以

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传播农业保险知识，一

方面向农户传递风险冲击农业生产的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使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能够有效降低风

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从而有利于农户做好风险管

理，不断强化其避险意识。进一步地，避险意识

较强的农户为避免风险致使的经济损失，倾向于

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因

此，假设 4得到部分验证。 

表 5  互联网应用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关于风险规避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风险规避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互联网应用 
0.920*** 

(0.107) 

0.393** 

(0.183) 

0.502*** 

(0.120) 

0.846*** 

(0.140) 
0.154(0.219) 

0.203** 

(0.100) 

风险规避 — — — 
0.110*** 

(0.042) 

0.512*** 

(0.071) 

0.015 

(0.03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634 476 634 476 

 

2．稳健性检验 

如上所述，互联网应用能够通过拓宽农户信

息获取渠道正向影响其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

愿、行为、力度，通过强化农户避险意识正向影

响其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为，通过提升农户保

险重要性认知正向影响其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考

虑到上述机制分析模型可能存在变量互为因果的

内生性问题，参照 Dippel 等[46]的相关研究，采用

工具变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进一

步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选取“网费话

费”为工具变量，因为农户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媒

介为手机，网费话费能够间接体现农户互联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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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度。 

表 6 报告了工具变量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

果。信息获取渠道中介机制检验中，工具变量系

数联合显著性 F 统计量均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由表 6结果可知，信息获取渠道在

互联网应用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各阶段

的中介总效应分别为 0.987、0.623、0.554，且分别

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应用通

过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进而提升其农业保险

购买意愿，促进购买行为，提高购买力度，与前

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保险重要性认知中介机制检验中，工具变量

系数联合显著性 F 统计量均大于 10，表明排除了

弱工具变量问题。由表 6结果可知，重要性认知在

互联网应用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

中介总效应为 0.987，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明互联网应用提升了农户保险重要性认知，进

而调动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该结

果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 

风险规避中介机制检验中，工具变量系数联

合显著性 F 统计量均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由表 6结果可知，风险规避在互联网应

用影响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和行为的中

介总效应分别为 0.561、0.426，且分别在 1%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应用通过增强

农户避险意识，能够提高其农业保险购买意愿，

促进购买行为，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6 工具变量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信息获取渠道 

 
重要性认知 

 
风险规避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总效应 
0.987*** 

(0.354) 
0.623** 

(0.283) 
0.554** 

(0.227) 
0.987*** 

(0.354) 
0.561*** 

(0.241) 
0.426* 

(0.247) 

直接效应 
0.195** 

(0.083) 

0.066 

(0.087) 

0.080 

(0.068) 

0.214*** 

(0.057) 

0.312*** 

(0.059) 

0.175*** 

(0.058) 

间接效应 
0.791* 

(0.459) 

0.558 

(0.355) 

0.474* 

(0.282) 

0.772** 

(0.391) 

0.248 

(0.306) 

0.250 

(0.31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值(T on Z) 10.17 22.53 22.53 10.17 15.83 16.22 

F值(M on Z丨 T) 15.85 22.54 22.54 12.57 13.78 16.08 

样本量 634 478 634 634 478 

 

（三）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本文将分别从

老龄化、技术推广、兼业行为等方面，采用 Triple-

Hurdle 模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

示。在年龄差异上，本文根据中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标准，将年龄小于 60 岁的户主划分

为中青年组，超过 60 岁划分为老年组。分析结果

表明，互联网应用均能提高中青年和老年户主农

户的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然而，互联网应用对中

青年户主农户的农业保险购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对老年户主农户的购买行为影响不显著，

表明互联网应用有利于促进中青年户主农户政策

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原因可能是，老年户主大

多缺乏使用互联网的能力，相比之下中青年户主

对互联网的使用更为熟练，对“互联网+农业保

险”等金融科技的接受能力也更强，更能享受互

联网应用带来的便捷。而互联网应用对老年户主

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力度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说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户主农户的农业保险

购买份额较高。可能的解释是，老年户主相较于

中青年户主而言更为保守，而通过互联网应用获

取的信息进一步帮助其厘清了风险与农业保险的

关系，加深了其对购买农业保险的益处和必要性

的认知，强化了其避险倾向，因此其选择购买更

多份额的保险来减少风险损失。 

在技术推广方面，本文将农户分为无技术推广

和有技术推广两组。互联网应用对上述两组农户政

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间

结果无差异。互联网应用对接受技术推广的农户政

策性农业保险购买行为和力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表明互联网应用促进了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

买行为，并使其购买了更多的农业保险。究其原

因，相较于无技术推广组，有技术推广组农户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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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技术人员推广农业保险的指导意见，并结合互

联网信息，不断增强风险管理认知和避险意识，并

通过购买农业保险来转移风险。 

在兼业行为方面，本文将农户分为非兼业和

兼业两组。互联网应用对上述两组样本农户政策

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1%水平

上显著，表明组间结果并无显著差异。互联网应

用对非兼业户主农户的农业保险购买行为和力度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有互联网应用的非兼业

户主农户更有可能购买农业保险以及增加购买力

度。对此的解释是，相较于兼业户主农户，非兼

业户主农户长期在家务农，更了解自身农作物种

植情况。此外，非兼业户主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农业生产，对风险损失的容忍度较小，从而需

购买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损失。 

表 7 互联网与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异质性分析 

阶段 

年龄阶段 技术推广 兼业特征 

中青年组 

(＜60) 

老年组 

(≥60) 
无技术推广组 有技术推广组 非兼业组 兼业组 

第一阶段 

互联网应用 
1.095*** 

(0.162) 

0.768*** 

(0.249) 

1.551*** 

(0.215) 

0.782*** 

(0.201) 

0.904*** 

(0.164) 

1.185*** 

(0.2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479 155 253 381 408 226 

对数似然值 -200.48 -74.43 -122.37 -136.32 -188.05 -89.36 

第二阶段 

互联网应用 
0.727** 

(0.287) 
-0.031 
(0.317) 

0.761 
(0.465) 

0.393* 
(0.232) 

0.610** 
(0.242) 

-0.149 
(0.37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362 114 163 313 306 170 

对数似然值 -220.20 -46.50 -66.90 -178.81 -174.95 -87.34 

第三阶段 

互联网应用 
0.124 

(0.160) 

0.311*** 

(0.087) 

-0.227 

(0.236) 

0.231** 

(0.107) 

0.200* 

(0.108) 

0.163 

(0.15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362 114 163 313 306 170 

对数似然值 -220.20 -46.50 -66.90 -178.81 -174.95 -87.34 

 

五、结论与启示 

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有助于保障广大

农户收益、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基于海南省 634份样本农户数据，在将农户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分为保险购买意愿、行为、

力度 3个阶段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Triple-Hurdle模

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的影响，并检验了互联网应用通过影响信息

获取渠道、风险规避、保险重要性认知对农户政

策性农业保险购买产生作用的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1）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

愿、行为、力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互联网

应用能够通过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正向影响其

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意愿、行为、力度，通过增

强农户避险意识正向影响其购买意愿、行为，通

过提升农户保险重要性认知正向影响其购买意

愿；3）互联网应用对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购买存

在异质性，表现为户主年龄阶段、技术推广接受

情况及户主兼业特征不同农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购买行为和力度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应进一步加大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

设，并同步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能力。首先，依

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状

况，有效推进宽带通信、数字电视、移动网络在

农村的普及，降低农户家庭使用互联网的技术性

障碍；其次，简化互联网应用程序，降低农户的

相关应用操作难度，并加强老年户主的互联网技

能培训力度，提升其互联网使用能力。 

二是应完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政策性

农业保险信息的精准供给。首先，应立足“数字

乡村”规划，在构建信息服务平台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农业资源数据库，

丰富政策性农业保险信息；其次，基于数字算法

为农户提供实际需要的农业保险信息，并规范信

息发布机制，为农户提供准确可靠的农业保险信

息，深化其运用农业保险进行风险管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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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应创新政策性农业保险信息传播形式，提

高农户信息获取效率。首先，更多地采用图片、视

频、文字等农户易于接受的形式对农业保险相关政

策进行多途径全方位的宣传；其次，改变传统信息

传递方向的单向性，增加农户农业保险信息相关的

询问和反馈功能，并聘请工作人员答疑，提高农户

互联网保险信息获取的积极性；再者，聘请专业人

员讲解农业风险管理相关知识，并录制视频、撰写

文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小视频应用程序、搜索

引擎等渠道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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